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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地流转是改造小农户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手段

之一。然而，农民普遍将农地流转给亲友邻居的行为并未完全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对

此，基于心理账户理论解构农户农地流转对象选择的发生学机理。研究表明，（1）农地的产

权属性导致农户形成农地心理账户，并根据交易对象的差异性，分割成熟人心理账户和陌

生人心理账户。（2）根据心理账户的核算规则，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是因为收益（由即期

收益和预期收益构成）大于损失（由显性成本构成）；转给陌生人是因为收益（由即期收益构

成）小于或等于损失（由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构成）。为此，促进农地要素市场化的关键在于

提高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或者降低损失。基于江西绿能公司的案例及“广东千村调研”

的实证检验发现：以村委为主体，引入社会资本促进农地流转，帮助农户“土地入股参股”，

搭建农地流转服务平台或集中流入农户土地再流转出去是促进农地要素市场化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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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

户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微观单位，并形成了“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确立，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导致的分散小农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显

现[1]。农村土地细碎化和小农分散经营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障碍。如何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成为时代命题。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小

农户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提高小农户经营效率。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健全土地经营权流

转服务体系”“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以农地流转为手段，改造

小农户和小农经济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方案[1]。

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我国农地流转面积占承包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0.44%，

1999年为 2.53%，2008年为 8%。对此，不少研究给出的解释是，在农地家庭承包制下，地权分配是基

于国家强制性的安排而非自由市场的配置，从而存在模糊产权风险[2]。农户因担心产权得不到保障

而表现出较低的农地流转意愿[3]。考虑到在产权明晰且稳定的状态下，市场会自动解决交易问题[4]。

因此，2009年，农地确权颁证全面实施。相对于之前的第一轮和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新一轮农地确

权颁证重新确认土地空间信息，以法律凭证的形式明确了农户对农地的权利，从而降低了产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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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得益于此，农地流转率不断提升。农业农村部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农地流转面积

占承包地总面积的比例增长为16.2%，2014、2015、2016年分别为30.4%、33%、35%[5]。

尽管农地流转率逐年增加，但农民流转农地并未完全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而是普遍将农地流

转给亲友邻居。农地分散化的经营格局亦没有因农地流转率的提升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产权明晰后农地流转效率还是不高呢？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与产

权实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强调权利静态赋予，后者强调权利动态运动[6]；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当

产权边界被明晰界定，侵权行为才得以证明；当产权无限度时，产权权能难以有效实施，行为人无法

对排他性控制的预期价值作出反应，利益也无法实现[7]。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农地确权颁证解决产权

界定的问题，那么产权实施将是影响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8]。产权实施与行为人的行为能力密切相

关。Umbeck对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的产权实施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行为能力是行为人用强力

排除竞争者的能力，至少包括排他能力和交易能力，排他能力表示阻止他人侵权的能力，交易能力表

示让渡资产权利的能力[9]。为了避免排他能力和交易能力过低引致的成本过高，农户往往将农地流

转给熟人，通过熟人社会的长期预见性及其机制来保证产权权利独占和收益独占的可能性。

容易忽略的是，产权实施除了取决于行为能力外，还受产权主体对产权属性利用、控制的影响[10]。

产权实施是一个“保留”或“放弃”的选择。如果行为人认为产权行使带来的收益超过成本时，会出现

产权实施的动机及其行为；如果他们认为产权行使带来的收益难以补偿成本的损失，就不会主动去

行使产权[7]。显然，产权实施还取决于行为人对收益与成本的比较。理论上，在比较收益和成本后，

农户将农地流转给市场主体更符合理性经济人决策[11]。事实却相反，这说明农户在农地流转的过程

中，并不是追求理性认知方面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情感认知方面的效用最大化，即农户很可能在

无意识地把农地的价值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情感体验在农户流转农地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

用。依此推断，农户很可能无意识地把农地的价值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且由于心理账户有不

同的运算规则，进而导致违背理性的农地流转行为发生[3]。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关于农地流转非市场化的解释：一是农地确权颁证之前，对于农地流转意愿

较低的现象，已有研究从“产权界定”与“市场效率”的角度，讨论了农地产权不明晰的负面影响；二是

当农地确权颁证后，对于农地流转普遍发生于熟人间的低效率现象，已有研究从“产权界定”所衍生

的“禀赋效应”给出了解释，认为农地确权颁证强化了农地的产权强度，巩固了“土地是命根子”的人

格化意志，进而抑制了农地要素市场化进程。但是，已有研究忽略了“产权界定”和“产权实施”是不

同的，农户是否流转是“产权界定”的问题，但农户将农地流转给谁则是“产权实施”的问题。鉴于“产

权实施”基于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即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农户应当将农地流转给市场主体，但是实

践却呈现出更多的熟人之间的农地流转现象。为此，针对这一现象仍需进一步深入讨论。

本文立足于心理账户理论，基于“现象−问题−已有解释−本文视角”的逻辑展开，力求从行为

经济学的角度，解构农户关系型自发性流转的发生机理，揭示农地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思路。本文试

图剖析农户心理账户的内隐结构，并解构农地流转对象指向性的传导机制；以江西绿能公司为例证，

从实际层面揭示在心理账户约束条件下土地要素市场化的实现机理，并在此基础上，以“广东千村调

查”数据对农地要素市场化的实现机理进行实证检验；最终得出农地要素市场化的相关结论与建议。

一、理论框架的构建

1.农地流转的目标及特征

通常来说，物品的交易表达为让渡物品产权，即产权主体的转换。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产权主

体之所以愿意让渡物品产权是因为交易行为能够实现收益最大化。由此，农户流转农地的最终目标

是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农户流转农地的决策往往呈现以下两方面的特征。其一，私利性。农

户流转农地对收益的追求具有明显的私利性。正是因为私利性的存在，农户流转农地不仅追求理性

认知方面的效用最大化，更是追求情感认知方面的满意最大化。其二，选择性。尽管农地流转最终

194



第4 期 郑沃林 等：心理账户视角下农地流转不畅的机理解释及其再造机制探究

结果会带来收益，但农户将农地流转给不同的主体所产生的收益不尽相同，而且“每一次交易涉及一

份契约”。现实中，农户难以完全获得缔约前的相关信息，也不能估计缔约后发生的变化，从而不可

能在缔约前将这些信息和变化清楚地写进契约当中。所以，契约总是不完全的。农地流转总会伴随

不同程度的成本。既然成本无法回避，如何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在成本和收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就

成为农地流转对象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意味着，农户流转农地的对象选择以“成本−收益”的比

较作为依据，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使自身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

2.农地流转隐含的成本与收益

兰德曼认为“人是未定型的存在，自然只完成人的一半，另一半留给人类自己完成”[12]，而马克思

的观点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

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13]。人的存在具有社会属性，而且社会属性反映人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或社会关系之中[14]。

按照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解，“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

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

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5]。换言之，人与人的关系因亲疏不同而呈现出差序化

特征。

据此，按照“自己”与他人的亲疏关系，农地流转的对象可以被划分为熟人和陌生人。那么，在产

权主体开放的条件下，农户流转农地往往有两种选择：流转给熟人或流转给陌生人（表 1）。如果农户

将农地流转给熟人，他将得到即期收入（L）、预期收入（M）及付出显性成本（I）。即期收入（L）是指农

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获得的租金，预期收入（M）是指人情租（即未来可在流转对象中兑现的实物或服

务），显性成本（I）指流转必须投入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搜寻成本、溢价成本。农户将农地流转熟人

的收益为L+M，成本为 I，从而形成的利润为L+M−I。
如果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陌生人，他会获得即期收入（L*），并会付出显性成本（I*）和隐性成本（C）。

其中，即期收入（L*）是指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陌生人获得的租金，显性成本（I*）指流转必须投入的成

本，隐性成本（C）包括事后监督成本（C1）与未来收益损失（C2）。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陌生人的收益为

L*，成本为 I*+C，从而形成的利润为L*−I*−C。

3.基于心理账户的农地流转对象选择

Thaler认为，人们会根据财富的来源与存储方式、支出的项目的不同，在多个账户分别进行运

算[16]。所以，人们作出决策的过程实质是对多种选择可能发生的结果进行估价的过程。至于如何估

价，最基本的方式是对多种选择可能发生的结果进行收益与损失的共同评价[17]。为此，Thaler提出了

心理账户理论，并认为心理账户的运算规则符合价值函数的变动规律，即“收益”和“损失”都呈现出

边际递减特征，由此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收益”与“损失”编码规则，即在相同条件下，相对于“获得”，

“损失”对人的影响更明显[16]。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获得”与“损失”的不同组合偏好及其决策结果：第

一，当存在多笔收益时，两者带来的效用为正，从而促进了决策行为发生。第二，当存在多笔损失时：

两者带来的效用为负，而且亏损曲线为凹形且递减，从而抑制了决策行为发生。第三，当存在一笔收

益大于另一笔损失时，收益产生的正效应比损失产生的负效用更大，从而促进了决策行为发生。第

四，当存在一笔收益小于或等于另一笔损失时，如果收益小于损失，损失产生的负效用比收益产生的

正效应更大，从而抑制了决策行为发生。如果收益等于损失，考虑到亏损曲线比盈利曲线更加陡峭，

损失产生的负效用比收益产生的正效应更大，从而抑制了决策行为发生（表2）。

从产权属性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土地私有制的背景下，大部分农户对农地只是拥有永佃

表1 农地流转隐含的成本与收益

流转对象

熟人

陌生人

收益

L（即期收入）、M（预期收入）

L*（即期收入）

成本

I（显性成本）

I*（显性成本）、C（隐性成本）

利润

L+M−I

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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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仅占有田面而不占有田地。对于这些农户来说，农

地是经典地租理论所强调的生产资料要素。而对于拥

有农地产权的农户来说，农地不仅是生产资料要素，也

是可靠的投资品，能够通过自由交换契约来获利。所

以，农地产权能够被货币所替代，与一般商品并无差

别。正因如此，农户不会专门设立心理账户。新中国

成立后，特别是全面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依据集体成员资格的天赋性和公平性，

以家庭为单位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此背景下，农民拥有的农地产权是经由国家强制的制度

安排而完全不经过市场途径获得的。农户拥有的是嵌入“农地集体所有权”之中的“准所有权”。农

民享有使用权和收益权，而缺乏所有权和转让权，这意味着农户无法永远“卖断”土地，从而割裂了农

地产权与货币的对等性，使得农地独立于一般商品之外。考虑到农地与一般商品的来源存在差异，

农户会对农地设立心理账户（即总分类账户A）。从市场交易的角度，农户流转农地决策是农地产权

的暂时让渡行为。但是，将农地流转给熟人或陌生人所产生的“收益”和“损失”并不相同。因此，农

户在流转农地决策发生时，根据农地流转对象的差异性，而形成两个明细分类账户，即熟人心理账户

（A1）和陌生人心理账户（A2），并结合农地流转隐含的收益和成本，以心理账户运算规则为依据，选择

最能满足心理感受的结果（表3）。

在熟人心理账户（A1）中，“损失”由显性成本（I）构成。不过，由于农户与农地流转对象的关系亲

密，使得信息呈现对称性，农户与熟人之间难以隐藏私人信息，也不能不接受对方的信息，从而很清

楚对方的资源禀赋。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成本、搜寻成本等显性成本。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

使得农村社会成员互相依赖，并重视角色认知意义上的面子。面子观使得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

时，不会对流转租金过分计较，从而降低了议价成本等显性成本。所以，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的显

性成本（I）相对较低，甚至可以忽略。“收益”由即期收入（L）和预期收入（M）构成。其中，即期收入

（L）相对较低，而预期收入（M）具有不确定性，并且现实中农户往往高估预期收入。究其原因，农户

与熟人之间的交往具有长久预见性和低度选择性，从而构建了以“报”为行动逻辑的人情循环与互动

规则。“欠人情”与“还人情”是不断循环发生的环节，在流转农地之前，农户很可能已经接受了熟人的

帮助。这使得他们按照低于市场出清价格的标准收取租金，从而导致即期收入（L）相对较低。与此

同时，农户不可能结算所有层面的人情亏欠，也无法脱离熟人的帮助。为了未来能够在流转对象中

兑现相应的实物或服务（即预期收入），他们不会立刻要求流转对象提供较高的租金作为流转农地的

补偿，也抑制了即期收入（L）的提高。另外，预期收入（M）取决于流转对象偿还“人情债”意愿的概率

（P1）以及流转对象偿还“人情债”能力的概率（P2）。通常来说，农户与熟人的关系基于血缘、亲缘和地

缘构建的自然村落或宗族，由此形成的特殊信任、身份认同和声誉机制成为互帮互助的基础，其中也

隐含着施报平衡的社会规则（即“如果不还人情，就不需要往来了”）。施与者兼有接受者的身份，这

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流转对象偿还“人情租”意愿的概率。值得注意的是，农户是异质的，这不仅说

明农户存在资源禀赋与偏好的差异性，更包含行为能力的差异性。对于行为能力不足的农户，他们

很难偿还拖欠未了的人情债。而农户普遍不具备评估偿还“人情债”能力概率的技术,只能根据以往

接受他人帮助的经历及记忆，来综合判断未来预期收益的概率。他们往往会忽略随机序列中各事件

之间的独立性,当连续出现某一种结果，会不自觉地作出“将要出现的结果与前期结果相同”的判断。

长期的互助实践与守望相助的价值观强化农户对未来可在流转对象那里兑现相应的实物或服务的

表2 心理账户的核算规则

情景分类

多笔收益

多笔损失

收益大于损失

收益小于或等于损失

心理效用

正效用

负效用

正效用

负效用

决策行为

促进行为发生

抑制行为发生

促进行为发生

抑制行为发生

表3 农地流转心理账户的核算规则

总分类账户

农地心理账户（A）

明细分类账户

熟人心理账户（A1）

陌生人心理账户（A2）

收益

L和M

L*

损失

I

I*和C

心理核算规则

L+M大于 I，“收益”大于“损失”

如果 I*+C≥L*，则“损失”大于或等于“收益”

如果 I*+C<L*，则“损失”小于“收益”

196



第4 期 郑沃林 等：心理账户视角下农地流转不畅的机理解释及其再造机制探究

认知，从而导致农户高估预期收益的概率及其金额。由此，在熟人心理账户（A1）中，“收益”远大于

“损失”，这使得农户将农地流转的“损失”与“收益”整合看待，从而导致“损失”带来的痛苦会被“收

益”带来的快乐所稀释，负效应得到抑制，并促进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

在陌生人心理账户（A2）中，“收益”由即期收入（L*）构成，即期收入（L*）往往较高。传统理论认

为，作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市场形成，完全市场结构以市场价格作为资源利用价值的载体，并以

“价高者得”为竞价方式。即期收入（L*）是市场中实现供给与需求双方平衡时的价格，由资源价值所

决定，而资源价格由边际效应所决定，从而使得即期收入（L*）包括了“有用性”和“稀缺性”两方面内

容。其中，“稀缺性”表达为任何进入农业经营的主体要想获得该地块的经营权，必然得到该地块的

农户同意。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稀缺性”是给定的，从而导致即期收入（L*）相对较高。

而“有用性”则取决于农户和潜在的转入户对于农地的生产要素的判断，这受地理位置、农地面积、肥

力、灌溉条件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农户的议价能力，从而提高即期收入（L*）。

“损失”由显性成本（I*）和隐性成本（C）构成，显性成本（I*）相对较高但低于即期收入（L*）。究其原因，

农地流转对象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农户与潜在的农地流转对象之间可能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农户

需要为此支付较高的信息成本、搜寻成本等来实现供需匹配，从而使得显性成本（I*）较大。另外，隐

性成本（C）并不确定。隐性成本（C）包括事后监督成本（C1）与未来收益损失（C2）。事后监督成本指

在租约执行中，为避免流转对象潜在的违约行为，农户需要支付的监督成本。未来收益损失主要是

指陌生人在耕种过程中可能存在对土地的过度利用，导致农地质量下降，最终造成农户的未来收益

受损。隐性成本的大小与农户对农地提供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诉求的强弱相关。农户之所以对

农地提供的生存权存在诉求，是因为农村生计保障机制不完善及非农转移人口始终无法享有与城市

居民相同的待遇，为此他们将农地视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保命田”。

农户考虑到自身在非农就业市场可能会遭受淘汰，为了能够有效地通过农地获得就业机会与养

老资源，他们需要保证即使将农地流转给陌生人，不至于缺乏在位控制而发生地力折损、土壤污染等

不可逆的现象，从而产生隐形成本。而农户对农地提供的生存权诉求的强弱与自身的人力资本密切

相关。当处于人力资本优势地位时，他们才能在劳动力市场内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从而减少对农

地提供的生存权的依赖。农户及其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与他们本身的“机灵”“想象力”和“判断力”

等特质有关，这使得农户对农地提供的生存权诉求存在差异，进而导致隐性成本存在不确定性。与

此同时，农户对农地提供的发展权诉求受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府地力保护补贴以及制止“非农化”

“非粮化”等行政措施的影响。例如，农地质量影响到政府地力保护补贴的发放，政府地力保护补贴

往往由农户领取而非农地转入户，这促进了农户对农地流入户的农业生产行为的监督积极性，从而

提高了事后监督成本这一隐性成本。由于显性成本（I*）小于预期收入（L*），但隐性成本（C）并不确

定。因而，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讨论：（1）如果隐性成本（C）相对较大，使得显性成本（I*）和隐性成

本（C）之和大于预期收入（L*），由此使得“损失”大于“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心理账户的核算规

则，亏损曲线的斜率大于盈利曲线，亏损曲线比盈利曲线更陡，即人们对亏损的敏感性比对盈利的敏

感性更为强烈。由此，“损失”带来的痛苦不会被“收益”带来的快乐所稀释，负效应没有得到抑制，从

而导致农户将农地流转的“损失”与“收益”拆分看待。那么，损失规避的天性会促使农户拒绝将农地

流转给陌生人。（2）如果隐性成本（C）较低，使得显性成本（I*）和隐性成本（C）之和小于预期收入（L*），

由此使得“损失”小于“收益”，即“损失”带来的痛苦会被“收益”带来的快乐所稀释。这种情况下，农

户将对农地流转的“损失”与“收益”整合看待，从而激励了流转行为发生；至于农户是否将农地流转

给陌生人仍需要对比熟人心理账户（A1）和陌生人心理账户（A2）的剩余。

为了便于讨论，不考虑熟人心理账户和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成本，因此仅需要比较熟人心理账户

和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大小。考虑到产权实施是一个“保留”或“放弃”的选择，在总分类账户（A）
中，当农户选择一个明细分类账户的收益，另一个明细分类账户的收益成为机会成本，从而根据心理

账户运算法则进行结果选择。熟人心理账户（A1）的收益由即期收入（L）和预期收入（M）构成，而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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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心理账户（A2）的收益由即期收入（L*）构成；其中，即期收入（L）是社会成员主观博弈均衡的价

格，而即期收入（L*）则是市场出清价格，从而导致后者往往高于前者，如江淑斌等[18]对江苏省 684份
农户进行研究并发现，农地流转租金在不同流转对象当中呈现差异性，其中，流转对象为熟人的租金

在每亩 400元以下，流转对象为陌生人的租金在每亩 700元以上。尽管即期收入（L*）大于即期收入

（L），但农户往往高估预期收入（M），从而导致熟人心理账户（A1）的收益大于陌生人心理账户（A2）的

收益。因此，在总分类账户中，根据心理账户的运算法则，当存在一笔收益大于另一笔损失（陌生人

心理账户的收益视为机会成本，即损失）时，收益产生的正效应比损失产生的负效用更大。正因为损

失带来的痛苦会被收益带来的快乐所稀释，农户往往将农地流转给熟人而非陌生人。

二、实施策略的解构

1.心理账户与农地市场化策略：基于江西绿能公司的案例剖析

基于理论框架的分析，可以明确：第一，由于制度的差异性，农地与一般商品的来源存在差异，从

而使得农户对农地设立心理账户（即总分类账户A）；同时，交易对象的差异性，使得农户在总分类账

户A的基础上，形成两个明细分类账户，即熟人心理账户（A1）和陌生人心理账户（A2）。第二，心理账

户的核算规则具有一致性，即当收益大于损失时，将促进交易的发生。第三，农户之所以将农地流转

给熟人，是因为在陌生人心理账户（A2）中，收益（由即期收益构成）小于或等于损失（由显性成本、隐

性成本构成）①；或者是，虽然陌生人心理账户（A2）中，收益（由即期收益构成）大于损失（由显性成本、

隐性成本构成），但在总分类账户中，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由即期收益构成）小于熟人心理账户的

收益（由即期收益、预期收益构成）。为此，促进农地要素市场化的关键在于提高陌生人心理账户的

收益，或者是降低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损失（包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

据此，以江西绿能公司为案例②，解构实现农地要素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江西绿能公司组建于

2010年，是一家集土地流转、水稻种植、大米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也是

江西省自营种植面积较大及带动农户较多的现代化农业企业。目前，江西绿能公司流入土地 2万余

亩、托管土地 3万余亩。事实上，在农地流转初期，江西绿能公司面临着“流转难”“租金高”等一系列

问题。为了提高农户流转农地的积极性，江西绿能公司提出以高于江西省安义县农地租金水平的

200元每亩租金流入农地。即期收入的提高使得部分农民将农地流转给江西绿能公司。但是，大部

分农民认为，“江西绿能公司转入农地是圈地行为，可能会种植桉树等折损地力的作物，到时候农地

肯定被破坏”；在商谈的过程中，他们表示“宁愿将农地闲置也不愿意将农地流转给江西绿能公司”。

这说明在陌生人心理账户中，尽管即期收入提高，隐性成本过高也会抑制交易的发生。为了降低隐

性成本，江西绿能公司成立党支部，以村干部、党员为目标群体，通过与他们“交心、谈心”嵌入农村社

会人情循环与互动的网络结构；同时，以行政村为单位，组建土地流转合作社。对于农民而言，他们

是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而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则建立在“欠人情−还人情−再欠人情−再还人情”的

先赋性社会关系之中，从而更容易表达为“礼物交换”，降低了隐性成本对流转决策的约束。而且江

西绿能公司大力发展农地托管业务，这意味着江西绿能公司不直接地从农民手中转入农地，而是作

为“代耕农”的角色帮助农民耕种闲置农地。江西绿能公司只享有管理费，不参与利润分成，产生的

利润归农户所有。农地托管没有改变农户对农地产权的在位控制的事实，从而降低产权分割引致的

隐性成本，并实现农地规模经济性。为了降低显性成本，当地的党委和政府成立了土地流转工作领

导小组，组建了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该组织发挥了宣传流转政策、加强农民与江西绿能公司联系

等作用，从而降低了农民的信息成本、搜寻成本和决议成本。特别是，在农地流转过程中，该组织协

调农民与江西绿能公司可能发生的纠纷，降低双方调解成本。

① 或者说，在熟人心理账户（A1）中，收益（由即期收益和预期收益构成）大于损失（由显性成本构成）。

② 与众多传统农业县一样，江西省安义县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常年从事非农产业，从而面临农地撂荒等问题。但与其他传统农业县

不同，凌继河组建绿能公司仅用了 10年的时间，租赁经营的耕地面积达到 4.4万亩，先后被评为“全国种粮大户”等称号，成为工

商资本进入农业的典型案例和行业学习的标杆。多个省市领导多次考察该公司，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也亲临公司视察，因此具

有典型性。

198



第4 期 郑沃林 等：心理账户视角下农地流转不畅的机理解释及其再造机制探究

2.心理账户与农地市场化策略：基于“广东千村调研”的实证检验

从江西绿能案例可以发现，“招商引资”提高了农地流转的即期收入，“土地入股”减少产权分割

产生的损失厌恶从而避免预期收入的下降，“流转服务中心”等媒介降低了显性成本，而“反租倒包”

则降低了隐性成本。为了检验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本文使用暨南大学经济社会调查中心于

2019年进行的“广东千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广东千村调查”数据采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

率抽样，抽取广东 119个行政村、3622户农民家庭进行入户调查，覆盖粤东、粤北、粤西和珠三角等地

农村，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模型变量的选择上，（1）被解释变量为陌生人心理账户交易是否达成，用农地流转契约类型作为

陌生人心理账户交易达成程度的测度项，其中农户流转农地选择书面契约则表示陌生人心理账户交

易达成，选择口头契约表示陌生人心理账户交易未达成。（2）解释变量包括：①是否有即期收入的提

高措施，用村委是否引入社会资本促进流转来测度；②是否有预期收入的提高措施，用村委是否帮助

农民“土地入股参股”来测度；③是否有显性成本的降低措施，用村委是否搭建流转服务平台来测度；

④是否有隐性成本的降低措施，用村委是否集中流入农户土地再流转给市场主体（即“反租倒包”）来

测度；⑤农户的基本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保险与经济状况等；⑥土地特征，如土地

质量、高标准农田面积、确权情况等。具体变量的说明与描述统计见表4。

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在 1%的统计水平上，即期收入提高措施显著地促进了书面契

约的达成；隐性成本降低措施显著地促进了书面契约的达成。在 5%的统计水平上，预期收入提高措

施显著地促进了书面契约的达成；显性成本降低措施显著地促进了书面契约的达成。由此说明，提

高即期收入、预期收入或降低显性成本、隐性成本都能够促进陌生人心理账户的交易达成，从而促进

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之外的市场主体，并提高农地流转的契约化程度。

三、结论与建议

以农地流转为手段，改造小农户和小农经济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种方案。产权理论认为，

产权主体明确且允许产权自由转让并保证其中的收益，产权主体会在约束条件下配置要素从而实现

收益最大化，这决定了农地确权颁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现实却是，在全面推进农地确权颁证后，农

表4 变量说明与统计描述

变量

陌生人心理账户交易是否达成

是否有即期收入提高措施

是否有预期收入提高措施

是否有显性成本降低措施

是否有隐性成本降低措施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家庭总收入

恩格尔系数

土地质量

高标准农田面积

农地确权的块数

题项

农地流转契约类型

村委引入社会资本促进农地流转

村委帮忙农户“土地入股参股”

村委搭建农地流转服务平台

村委集中流入农户土地再流转给市场主

体（即“反租倒包”）

您的性别

您的年龄

您的受教育程度

您的婚姻状况

您是否购买“新农合”等医疗保险

您是否购买“新农保”等养老保险

2018年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

食品支出总额占家庭消费支出总额比重

您家的土地质量

您家高标准农田的面积

您家确权的承包地块数

赋值

口头契约=0；书面契约=1
否=0；是=1
否=0；是=1
否=0；是=1

否=0；是=1

男=1；女=2
实际值/岁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
大专及以上=4
未婚=1；已婚=2；离异=3；丧偶=4
否=0；是=1
否=0；是=1
实际值/万元

实际值/%
很差=1；差=2；一般=3；好=4；
很好=5
实际值/亩

实际值

均值

0.644
0.067
0.083
0.166

0.025

1.143
59.401

1.614

2.175
0.866
0.081
5.065
0.442

3.332

2.298

3.735

标准差

0.479
0.248
0.276
0.373

0.155

0.350
12.215

0.705

0.611
0.341
0.273
8.306
0.286

1.277

3.365

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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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没有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而将农地流转给亲

友邻居，使得农地分散经营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

变化。不少研究认为是禀赋效应抑制了农地要

素市场化进程，而本文发现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陌

生人的较低意愿并非源于农地产权界定层面，而

是源于心理账户的核算规则及其产生的损益比

较。为此，本文立足于心理账户的理论，解构农

户农地流转的行为逻辑。结果表明：（1）通常意

义，讨论物的归属是从物的“完整所有权”开始，

但在中国，农户获得土地产权是通过国家强制的

制度安排而完全不经过市场途径，进而导致了农

地与一般商品的来源差异性。因此，农户往往形

成农地心理账户，并根据交易对象的不同，分割

成熟人心理账户和陌生人心理账户。（2）基于心

理账户的核算规则，当收益大于损失时，会促进

交易的发生。因而，农户将农地流转给熟人的根

本原因是在陌生人心理账户中，收益（由即期收

益构成）小于或等于损失（由显性成本、隐性成本

构成）；或者是，虽然陌生人心理账户中，收益（由

即期收益构成）大于损失（由显性成本、隐性成本

构成），但在总分类账户中，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收

益（由即期收益构成）小于熟人心理账户的收益

（由即期收益、预期收益构成）。从这个角度看，

促进农地要素市场化的逻辑在于提高陌生人心

理账户的收益或者降低损失。（3）基于江西绿能

公司的案例可以发现：以村委为主体，引入社会资本促进农地流转，帮助农户“土地入股参股”，分别

提高了陌生人心理账户的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而搭建农地流转服务平台或是“反租倒包”则分别降

低了陌生人心理账户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最后，以“广东千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也检验

了上述策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要推进农地要素市场化，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以乡村振兴为契机，结

合农业的区域特色，扶持下乡资本发展农地规模经营，不仅鼓励企业以租赁的形式参与到农业生产

环节，还需要支持企业以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形式参与到农业经营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完善

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的监督管理机制。第二，企业在流入农地的过程中，鼓励农民以自家承包地的

“经营权”作为“股份”，入股农地规模经营的项目，并根据“股份”的比例享有利润分红。同时，根据地

域、经济状况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差异性，探讨符合实际的入股方式及其配套政策。第三，建立农地

流转数据库，搭建供需双方互通的流转服务平台，不仅鼓励兼业户、非农户将农地流转给龙头企业，

还可以支持他们（包括纯农户）将农地委托给龙头企业集中管理。第四，结合产业发展需求，按照统

一的标准将村内分散化的农地流转到合作社，再通过“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形式，将农地流转给种

粮大户、龙头企业，并且鼓励农民跟进学习，根据农户生产能力及其意愿聘用农户作为管理人员。为

了避免产生暗箱操作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出台“反租倒包”的备案制度，并且按照“谁承包费高谁来承

包”的原则，确定承包对象，构建与之相关的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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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Expla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Poor Farmland Transf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Account

ZHENG Wolin，CAO Yifan，ZOU Baoling

Abstract Farmland transf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o transform small farmers and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farmers generally
transfer farmland to their relatives, friends and neighbors, which does not full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income. In this regar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ental account,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he ge⁃
netic mechanism of the object selection of farmland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property
right attribute of farmland leads farmers to form farmland mental account which falls into acquaintance
mental account and stranger mental accoun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transaction objects.(2）Accord⁃
ing to the mental account rules, farmers transfer farmland to acquaintances because the income（consist⁃
ing of immediate income and expected income）is greater than the loss（consisting of explicit cost）, and
they choose to transfer to strangers because the income（composed of immediate income）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the loss（composed of explicit cost and implicit cost）. Therefore，the key to the marke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elements is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r reduce the loss of strangers’mental account.
Based on the case of Jiangxi Green Energy Company and the empirical test of Guangdong Thousand Vil⁃
lages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marke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elements is to
take the village committee as the agent, encouraging social capital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helping farmers in land equity participation and building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service platform or
transfering out the concentrated farmers’land.

Key words mental account；farmland transfer；acquaintance；stranger；contrac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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